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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桑原骘藏、宇野哲人率先考察了霍去病墓（以下简称“霍墓”），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对霍墓雕刻

有简略描述。1914年谢阁兰（V.Ségalen）踏查霍墓，并将霍墓雕刻纳入世界艺术史研究范畴，引发中外学

者持久的研究兴趣。该主题的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正式发表专题论文逾百篇，相关图录数不胜

数。但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雕刻被多次移位，迫使多数研究者或注重雕刻本身的形式及美学分析，

或借助相关文献对作品主题、功能等进行解读，而对雕刻与封土、周边环境的空间关系以及雕像间的组合

关系等有关原始布局的讨论，则极为欠缺。然而，唯有解决原境这一根本问题，获得以事实为基础的墓

葬结构性支撑，才能从实质上推进该问题的深入。鉴于此，本文利用早期的调查报告与近年考古勘探新

发现，结合实地考察，尝试对雕刻的原始布局进行初步复原，以重构其历史情境。

一  20世纪初雕刻的状况

史籍中有关霍去病生平及功绩着墨较多，对其葬礼仪式有较为详实的描述
‹1›
，但未提及霍墓于茂

陵的具体地望和雕刻布置情况。学界一致认为，司马贞《史记索隐》姚氏案，“冢在茂陵东北，与卫青冢

并。西者是青，东者是去病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
‹2›
，是目前所见古代文献中关于

‹1›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骠骑将军……元狩六年而卒。天自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史

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939页；《汉书·霍去病传》：“去病……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

连山。”《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489页。

‹2›   前揭《史记》，第2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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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墓位置及雕刻最早的记载。颜师古《汉书》注有与之相近的言论：“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

人马者是也。”
‹1›
据水野清一考证，“姚氏”乃著有《汉书训纂》（三十卷）、《汉书集解》（一卷）的南朝历史学

家姚察（533－606），他认为
‹2›
：

根据《陈书》二十七卷姚察传，姚察游历北周，前往关中也就是渭水一带，著有《西聘道

里记》一卷，据说其中叙述非常详实，从中可见他对当地的地理情况知之甚详。我们可以察

知，《史记索隐》注解基于陈代姚察的记述，而姚察的记述又基于他在关中地区时的见闻。这

座有特色的陵墓，至少从那以来被口口相传不绝。

但如贺西林所言，姚氏的描述中并未提供其判断霍墓位置的依据，显然那些与西汉相隔数百年的注

疏不能作为这批雕刻归属的直接证据
‹3›
。不过，若上述考证无误，由姚察的记述可知，南朝时所谓霍墓

具备四个特征：①紧靠卫青墓；②墓上有石块竖立；③墓前有石马相对摆放；④除石马相对而立以外，

有石人设置。南朝以后，人们对霍墓地望的认知逐渐模糊，至清代，霍墓具体位置已无人知晓。因茂陵

陵园唯有一处民间称之为“石岭子”的山丘，符合颜师古所描述的霍墓特征，清人索性将其认定为“霍去病

墓”，并在山南立碑予以确认
‹4›
，使姚察、颜师古对霍墓地望的看法成为“事实”且影响至今。

然而，上世纪初霍墓及其雕刻再次为世人关注时，其状况与姚、颜的描述有所不同。

1907年9月，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踏查茂陵时，所见雕刻已不再是两两相对、有序排列，而是“四周

散乱地立着数十尊石兽，但大半已破损”
‹5›
，“今唯石马独立，其它石人马及冢上之石悉倒仆，散乱于墓

之周围”
‹6›
。

1914年3月，谢阁兰造访霍墓时看到的是同样混乱的局面。因当日下午才到达，谢对雕刻的考察略

显匆忙，观察的重点是位于封土南侧、具有圆雕性质的马踏匈奴，同时，他还发现了卧牛、卧马及跃马。

从谢所拍摄的图片及绘制的平面图来看〔图一，图二〕，马踏匈奴雕刻立于山南石碑西侧，马头向东；卧

牛在北坡半山腰偏东；跃马（图中标为“卧马”）在石碑西侧；卧马（图中标为“残像”）则在墓北距离山脚较

远处。          

1923年11月，拉狄格（J. Lartigue）重返西安，专程赴茂陵对霍墓及其雕刻进行细致地勘查，并简单

发掘了墓地北部仅露出头顶的卧马。其发表的相关文章中附有雕刻分布平面图〔图三〕，图中马踏匈奴和

卧马一南一北，在中轴线西侧；而现在所说的跃马，当时位于石碑西侧石堆之间且靠近山脚处，为倒置

‹1›   前揭《汉书》，第2489页。

‹2›   ［日］水野清一《前漢代に於ける墓飾石彫の一群に就いて——霍去病の墳墓》，東方學報（京都版）第三册，1933年，第328－329页。

‹3›   贺西林《“霍去病墓”的再思考》，《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第41页。

‹4›   （清）顾声雷修、张埙纂《兴平县志》卷七，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5›  ［日］桑原骘藏，张明杰译《考史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61页。

‹6›  ［日］宇野哲人，张学锋译《中国文明记》，中华书局，2008年，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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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拉狄格将其误认为是一件未完成

的石鹿；卧牛混在北坡半山腰东侧石堆

中；人与熊则在封土北部山脚小庙庭院

的东侧。

1924年3月，毕安琪（C.W.Bishop）

考察霍墓时，他所见的雕刻与拉狄格的

平面图所示情形一致，只是时隔数月，

拉狄格发掘的卧马的躯体下部再次被黄

土掩埋〔图四〕。

数年后，徐炳昶（1933年4月）、马

子云（1933年初冬）、滕固（1934年12月）

先后前来霍墓调查，而此时部分雕刻的

位置已经发生变动。原因是新成立的西

京筹备委员会为保护文物，对雕刻进行

了重新规划布局：先是在封土外围修筑

围墙，然后将跃马从石碑西侧石块中挪

出来，放置于封土东南角附近，马头向

东；掘出墓地北部的卧马，将其移至封

土东南角附近，马头向西；修筑围墙时

在封土东南角附近土中掘出伏虎，亦

放置于封土东南角，卧马的东面；从道

张村油坊移回野猪，摆放在封土西北角

的空地上。自此开始，雕刻的位置就处

于不断地变动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20世纪30年代至2018年间，霍墓雕刻

位置的变动达七次以上。

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多次

人为移动前，霍墓雕刻未必都在原位，

但人为有意地挪动以及新环境的建设，

进一步破坏了雕刻与其原境的关系，瓦解了霍墓的原始情境。现代艺术史观主张避免将艺术品从其所处

的环境中抽离出来讨论。而令人遗憾的是，因霍墓雕刻脱离其原位，使得关于雕刻与墓葬的整体研究难

以开展，且当下雕刻的陈列方式背离事实，不断地误导了研究者及观众对雕刻功能、意义的解读。

〔图一〕 霍去病墓南侧照片  1914 年3 月6日谢阁兰拍摄
采自 （法） 谢阁兰等著， 秦臻、 李海燕译 《汉代墓葬艺术》, 文物出版社， 2020年， 第26页

〔图二〕 霍去病墓雕刻分布平面图  谢阁兰绘制
采自前揭谢阁兰等著， 秦臻、 李海燕译 《汉代墓葬艺术》, 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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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雕刻原
始布局推论

两千余年以

来，霍墓雕刻不断

地遭受自然或人为

的损坏、移位，导

致雕刻布局复原成

为疑难，但2 0世

纪一些学者的调查

记录及对雕刻原境

的讨论仍具有启发性。

20世纪初，谢阁兰已注意到散落在霍墓封土上和周围的石块似乎是从

墓顶滚落下来的，进而猜测它们原初是覆盖在封土上的保护层，并提出马

踏匈奴对面原有与之相对而立的雕刻
‹1›
。根据谢绘制的平面图〔见图二〕，马

踏匈奴、跃马、卧牛及卧马当时分别位于封土南侧山脚、北坡半山腰和墓地北

部。随后，拉狄格与毕安琪来此时，雕刻仍在上述三处地点。唯有不同的是，拉狄格在背靠封土北坡小

庙院子的东部发现了人与熊，并判断霍墓为具有南北两条墓道的“中”字型汉墓，卧马属于墓地北部神道

西侧的石兽阵列，且成对出现
‹2›
；毕安琪则注意到墓顶北向小庙门前的一对石鱼，并指出它们所在的位

置接近原位
‹3›
。

1933年初冬马子云赴霍墓传拓石刻时，雕刻的位置已被西京筹备委员会初步调整过，一些雕刻集

中摆放在墓南山脚处，卧牛、怪兽食羊、石蛙、石鱼仍在封土北坡及墓顶。马子云记录了当时十三件雕刻

的位置，并认为
‹4›
：

霍墓与各石雕，自汉至明初，大约完整无损。以后至嘉靖年地震，墓上竖立之薄而高者，

即倾倒墓下，厚而大者则仍在原处。如石马（马踏匈奴）、初起马（跃马）、卧牛、蝙蝠

（蛙）等均为原置之处所；卧虎、卧马、残野人（石人），野人抱熊、卧豕等均由原处倾倒于

墓下；怪兽食羊在原处倒置。

‹1›   孙正可《论谢阁兰的中国雕刻研究——以霍去病墓石刻研究为例》，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9页。

‹2›   Jean Lartigue, Au Tombeau de Houo-K’iu-Ping. Artibus Asiae. vol.2. no. 2(1927). pp.85-94.

‹3›   Carl W. Bishop, Notes on the Tombs of Ho Ch’u -ping. Artibus Asiae. vol.3.no.1(1928). pp.34-46.

‹4›   马子云《西汉霍去病墓石刻记》，《文物》1964年第1期，第46页。

〔图三〕 霍去病墓及雕刻分布平面图
1. 马踏匈奴  2. 卧马  3. 卧牛  4. 跃马  5. 人与熊
拉狄格绘制 
采自Jean Lartigue,Au Tombeau de Houo-K'iu-
Ping., Artibus Asiae,vol.2,no.2(1927). p.86 

〔图四〕 《卧马》 雕刻照片  毕安琪1924年拍摄
采自Carl W.Bishop, Notes on the Tombs of Ho Ch'u-ping.,
Artibus Asiae,vol.3,no.1(19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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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滕固造访霍墓时，部分雕刻被挪

至封土西侧空地，从南至北依次为：马踏匈奴、

跃马、卧马、伏虎，皆头朝东，并排摆放，其他雕

刻与马子云所见位置一致，未有移动。其后两

三年间，西京筹备委员会在墓南东西两侧修建

名为“古器房”的瓦房，结构与当时农村的马厩类

似——三面有墙，东西相对的一面无檐墙，并将

9件雕刻移至其内，供人观赏
‹1›
。此时雕刻陈列

状况为：东室由北至南为石人、怪兽食羊、卧牛、

人与熊、野猪；西室由北至南为跃马、马踏匈奴、

卧马、伏虎
‹2›
。王子云、顾铁符、陈直等学者来此

踏查所见皆如是。1956年3月成立“茂陵文物保管

所”，随后几年开始修缮“古器房”，将封土上的石

鱼、蛙及新发现的蟾蜍、象、文字刻石移至室内一

并展出。又过数年，几经调整后，多数雕刻分别

陈列于封土东西两侧长廊，马踏匈奴和跃马则单

独置于墓南的东西两座亭子内，相对而立。这

一布局持续至今。     

1981年，程征根据早期调查资料、参与卧马发掘和目睹伏虎出土的村民之口述，以及亲历蟾蜍和象

挖掘过程的工作人员的回忆，绘制出较为详实的雕刻分布示意图〔图五〕。该图给出14件雕刻发现时的

具体位置，而前文中拉狄格所绘图仅标出了其中的五件。将两位学者的平面图进行比对，马踏匈奴、卧

马、卧牛的位置基本一致，但卧牛在拉图中靠近墓顶，而程图中接近北坡半山腰小庙；程图中的跃马已

从墓碑西侧移至封土东南角附近；人与熊（程图称为“野人抱熊”）雕刻，程图中在北坡山腰小庙东北角

处，而拉图中则在北坡山脚寺庙庭院东侧，考虑到拉狄格实地勘测的时间较早，应是程图存误。

值得注意的是，程征指出
‹3›
：

山侧有石数列，以小庙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别向西南、西北、东北方延伸，计西南向列石

9块，长9.1米，西北向22石，19.2米；西北向另一列石5，6.1米，东北向20石，18.8米（此列

似有扰动）；东南仅一石。〔图五：15－18〕上述石列总长50多米，可肯定是按照人的某种

‹1›   王志杰《汉茂陵志》，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67页。

‹2›   顾铁符《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第4页。

‹3›   程征《为冢象祁连山——霍去病墓石刻群总体设计之探讨》，《西北美术》1984年第7期，第17页。

〔图五〕 霍去病墓雕刻分布示意图
采自程征 《为冢象祁连山——霍去病墓石刻群总体设计之探讨》，
《西北美术》 1984年第7期，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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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设计意图造成的。

这种将雕刻与石块关联起来进行整体观察

的方法，对原境问题的探究无疑具有积极

意义。

20世纪90年代，帕鲁丹（A.Paludan）对

霍墓雕刻的位置问题亦有关注，并依据早

期调查记录也绘制了雕刻分布的平面图〔图

六〕。但她将霍墓封土的形状视为方锥形，

导致其图中部分雕刻的位置难以与封土整体

空间相对应。谢阁兰、拉狄格、毕安琪等学者

的实地考察证实卧牛、怪兽食羊在北坡半山

腰，而帕图中却在墓顶小庙东面的斜坡上；

跃马和残立马实为同一件雕刻——跃马，帕

将其误作为两件雕刻；墓顶小庙北侧平台上

的一对石鱼也被错置到了庙的南门（实际墓

顶小庙只有北门）两旁；石人应在封土东北

角附近，而帕图中却在东南角附近；原在墓

顶小庙平台北部的蛙也被错置于北坡山腰小

庙北侧。

上述学者绘制的霍墓及其雕刻位置平面

图均存在罅隙或疏漏，且多关注雕刻的位

置，未标出散落封土上及四周之石块的具体

方位。考虑到雕刻与石块的共生关系，留存下来的石块是重构雕刻原境的重要线索，综合以往学者的踏

察记录及研究成果，结合现场勘察与测量，笔者重新绘制了平面图〔图七〕。图中黑色方块为雕刻，空心

图标为石块，三角形图标表示石块竖立放置。现存石块多数以墓顶平台为中心向四周呈散落状，北坡有

西北向、东北向两条带状列石，西北向列石多为竖立；封土西南角有石块叠压结构，封土东南角亦有石

块堆积；北坡靠近墓顶有一巨石堆。13件雕刻
‹1›
按其发现时所处的方位大致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封土南侧山脚下及附近区域，共5件雕刻。位于地表的马踏匈奴（石碑前，偏西）、跃马（石

碑西侧倒置、部分掩埋于土中），埋于地下蟾蜍（石碑东南十多米处埋在土中）、象（石碑西南十多米处，距

地表两米左右）、伏虎（封土东南角附近土中）。

‹1›   不包括文字刻石和野猪雕刻，后者因被村民挪走用作油坊压石后又搬回，原位置不明。

〔图六〕 霍去病墓雕刻平面分布图
1. 寺庙  2. 封土  3. 墓碑  4. 现代博物馆图中未显见  5. 卧马  6. 人与熊
7. 蟾蜍或蛙  8. 石鱼  9. 怪兽食羊  10. 卧牛  11. 石人  12. 跃马  13. 伏虎
14. 残立马  15. 马踏匈奴  16. 野猪
帕鲁丹绘制
采自Ａnn Paludan, Chinese Spirit Roa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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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墓顶及北坡靠近墓顶区域，共5件

雕刻。墓顶平台上有两件石鱼，平台北台阶下方

有一件石蛙，封土北偏东半山腰处一件为卧牛，

靠近墓顶的巨石堆北侧平坦处有怪兽食羊。

第三组，墓地北部及北坡山脚附近区域，共

3件雕刻。距封土北约四五十米处的卧马，封土

北侧山脚小庙院内的人与熊，封土东北角附近的

石人。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是，哪些雕刻发现时的位置可能为原位？非原位

的雕刻又来自何处？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依据早

期踏查者发表的图文资料，结合雕刻发现时的状

态及周边环境进行综合分析。

第一组，马踏匈奴发现时摆放端正，且与清

代所立石碑形成紧密的关系，而同组其他四件雕

刻或倾倒，或被掩埋于黄土之下。谢阁兰、拉狄

格等学者认为马踏匈奴在原位。林通雁则推测清

乾隆四十一年(1776)，兴平县知事顾声雷在霍墓

的南面立碑，马踏匈奴于是年由封土北部迁移到

封土南部，用以配饰新立的墓碑
‹1›
。此看法值得注意。马踏匈奴是墓南唯一一件处于正常摆放状态的雕

刻，且在低洼处，其底部被黄土掩埋部分亦极浅〔参见图一〕，应为从别处移至此处不久。根据现有文献

和20世纪初学者的调查记录，无法判断其原初的位置，甚至是否隶属霍墓也成为问题，本文暂将其搁

置。跃马位于石碑西侧乱石中，且靠近山脚处，呈倒置状态，说明人为挪动的可能性极小，更可能是从

墓上滚落至此；东南角附近的伏虎、石碑前十余米的蟾蜍和象，均从地下掘出，并且蟾蜍出土时还伴有

石块，也存在从墓上滑落的可能性；封土东、西、南坡坡度均为35度以上，难以安置雕刻，坡上至今可

见多块向下滑落过程中滞留的石块。综合来看，这组除马踏匈奴以外的四件雕刻可能来自墓顶。原因或

如马子云所推测，地震时雕刻连同石块一起滚落至墓下，或是后人为修建山顶建筑进行清理场地时，将

它们推至墓下。

第二组，蛙雕刻顶面平坦，发现时在墓顶小庙北台阶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在原位，为方便登台

的垫脚石；一是原在墓顶，为摆放祭品的供台或建筑构件。后者的可能性较大。两件石鱼发现时分别平

‹1›   林通雁《西都：汉长安城美术史迹的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332页。

〔图七〕 霍去病墓雕刻与石块分布平面示意图
庄家会、 王杨子、 高继军测量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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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于墓顶平台北部东西两侧，头向北，它们体量较小，容易挪动，未必是在原位，但因后人不太可能无

故将其从低处移至高处，所以基本可以推断石鱼原初就在墓顶。根据拉狄格、毕安琪等学者的描述，卧

牛位于北坡半山腰东侧，混于大石块之中，身体为倾斜状态，半面被黄土掩埋，应是受外力影响滑落至

此，其毗邻的高处唯有南侧的墓顶，故卧牛原来位置亦可能在墓顶。另一件体量较大的怪兽食羊，据马

子云记录其在卧牛西南两丈左右的较平坦的地面上，处于平稳状态，又因其南靠巨石堆
‹1›
，从墓顶滚落

的可能性较小，故怪兽食羊发现时的位置应为原位。

第三组，封土北坡靠近墓顶处相对陡峭，山腰以下较为平缓，墓地北部及封土北山脚附近区域三件

雕刻，基本不会出现从坡上滚落的情况。尤其是卧马的位置距离北山脚四、五十米，且拉狄格发掘前其

身体埋于土中仅露出头顶部，发掘时呈平稳、扎实的卧伏状〔参见图四〕；2003年和2006－2008年初的两

次考古勘探，均发现茂陵陵区汉代文化层普遍距离地表七、八十公分左右，卧马（整体高1.14米）打破厚

度接近一米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其底面与地面的接触面应为汉代文化层。因此，卧马的发掘地最有

可能为原位。而人与熊、石人皆发现于地面，未被泥土掩埋，发现地未必为原位，但这两件雕刻体量较

大，挪动距离不会过远，其原位应在封土北山脚附近。

如果上述推论成立的话，卧马、怪兽食羊可能在原位，人与熊、石人可能原在封土北山脚附近，而多

数雕刻原来位于墓顶，故初步判断霍墓雕刻原初集中分布于墓地北部、封土北山脚附近、墓顶及北坡靠近

墓顶区域三处。进一步了解雕刻的原初环境，尚需从整体角度，结合考古资料考察雕刻与周围环境的空

间关系，进而推测其位置的意义。

三  雕刻与环境的空间关系及意义

2006年9月至2008年初，考古工作者对茂陵进行了大规模、全面地调查勘探
‹2›
，涉及霍墓的局部钻

探，其成果为探究雕刻与环境的空间关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3›
。

M12为霍去病墓，位于茂陵陵园外，茂陵博物馆院内，南距东司马道62米，西距M11（卫

青墓）33米。M12封土为山形，……底部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底部边长东94.1米，西93.4

米，南59.2米，北57.6米，顶部南北15米，东西8.8－9.9米，现地表上残存高度19.3米。M12墓

葬形制为甲字形，坐南朝北。墓道平面为梯形，封土外暴露长度55.3米，宽3.2（北）、15.5

（南）米，封土边缘深20.5米。墓道开口距地表0.9米，填土为五花夯土，密实坚硬，夯土厚

0.2－0.3米，底部见0.05米厚踩踏层。封土堆积厚，墓室未探，形制不清。封土四周围绕有园

‹1›   据笔者观察，这些叠压状的巨石，其接触面未见任何碰撞后留下的破损痕迹，应是在原位。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茂陵博物馆《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3›   此资料为参与勘探工作的考古人员给予笔者，供研究使用，在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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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形成墓园。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由于博物馆叠压，大多不可探，仅就博物馆外的北部进

行了钻探。东西105米，南北可探长度56.8－63.7米。距地表0.8米见夯土，夯厚0.8－1.2米，墙

宽2.3－4.2米，土质坚硬密实。

根据上述勘探资料，将前文雕刻位置推论的结果与考古工作者绘制的平面图相结合，雕刻于墓葬整

体空间中的方位清晰可见〔图八〕。若雕刻原初主要分布在墓地北部、北山脚附近、墓顶及北坡靠近墓顶

区域三处的假设成立，将这三个分布区联系起来，可察知雕刻明显是沿着墓葬中轴线布置，这条轴线很

可能是一条通往墓顶的道路；另据笔者现场观察，霍墓封土底部为南北向长方形，外部形状南部为覆斗

形，北坡有一平台，相当于在南北长方形基台上坐落一座方锥形的建筑
‹1›
〔图九〕，封土建筑东、西、南三

面坡的坡度大，登顶困难，唯北坡相对平缓，可能有道路设置。由此获得三点认识：

其一，霍墓形制为“甲”字形，坐南朝北，墓葬朝向实为北向，而位于墓道北端西侧、靠近北围墙附

近区域的卧马，很可能是墓前道路入口的标识。

2011年的茂陵勘探考古报告指出“（霍墓）墓室情况不明，仅在封土北侧发现斜坡墓道一条，平面为

‹1›   接近黄晓芬所称的“方坛方坟型”封土形制。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第175页。

〔图八〕 霍去病墓雕刻与周边环境空间关系示意图
此图参考2006年茂陵园区考古勘查资料整理绘制 

〔图九〕 霍去病墓雕刻原始布局推测示意图
笔者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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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封土外部分长55.3、宽3.2（北）－15.5（南）、南端深16.5米”
‹1›
。一般而言，主墓道朝向即是墓葬朝

向。既然考古勘探证实霍墓为北向，那么谢阁兰、拉狄格等学者，不但对墓葬朝向、形制的判断有误，而

且认为马踏匈奴原本为一对也为误读。墓地北部的卧马更可能是姚察所言“前有石马相对”的石马之一，

其对面的另一件未留存下来。

此外，依〔图八〕所示，将霍墓（M12）和卫青墓（M11）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座墓园的外围均有围

墙，并且卫青墓的西、北、南三面围墙均设门，北门规模宏大，有似两出阙结构，应为正门；霍墓墓园因

大部分在茂陵博物馆内，考古工作者在墓地北部的钻探过程中仅发现围墙，未见与围墙相连的门阙。由

此引出一个问题：规模较大的卫青墓以北门为正门，而相对较小的霍墓仅北面有墓道，墓道入口西侧有

卧马，但其北围墙无门，这该如何解释呢？笔者推测M11（卫青墓）、M14（俗称“衣冠冢”）的建造时间早于

霍墓，霍墓与M14之间的空间狭小，造成其北部无法设门
‹2›
。由于霍墓为北向而北围墙无门阙设施，设

计者可能有意将卧马作为通往墓顶道路的“标识”，表示此为通往墓顶道路的起点。

古代墓葬建筑往往是对现实建筑的模仿，而在现实生活中雕刻作为门阙附属设施于西汉中期已经出

现，霍墓墓园建设中可能将雕刻从门阙组合中独立出来作为标识单独使用。西汉时期高等级建筑一般

会有夯筑的围墙，围墙当中设门，门两旁为阙，阙是主人身份高低的象征，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史籍

和考古发现皆证实西汉中后期重臣的墓葬设置门阙，如《汉书·霍光金日 传》：“光薨……起三出阙，

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盛饰祠室，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
‹3›
《汉书·佞幸传》：

“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
‹4›
。此外，

近年发掘的海昏侯刘贺墓也发现门阙地基遗存
‹5›
。同时，史籍中有多处关于西汉时期在宫殿门阙旁设置

铜马的记载，如《史记》记
‹6›
： 

（东方朔）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

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宫

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

之曰“金马门”。

召入见，（公孙弘）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武帝时，

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献之，立马于鲁斑（班）门外，更名鲁斑（班）门为金马门。

‹1›   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第10页。

‹2›   不排除M11和M12为综合体，共同使用同一门阙的可能性。

‹3›   前揭《汉书》，第2948、2959页。

‹4›   前揭《汉书》，第3734页。

‹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6›   前揭《史记》，第3205、2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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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记
‹1›
：

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

马门。

刘庆柱、林梅村认为金马门即是未央宫北宫门或北阙
‹2›
。据公孙弘的生卒年（前200－前121）推测，

其待诏金马门时为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说明未央宫北阙改名为“金马门”是在武帝继位初年，即是

说金马门门阙旁设置铜马的时间早于霍墓修建时间（前117年或以后）
‹3›
。尽管金马门铜马的具体形式文

献未有记载，逻辑上应与东汉门阙前的石狮类似——成对、头向外平行或相对并置于门阙两旁。再根据

拉狄格发掘时卧马马头朝北，与中轴线平行，这一朝向与门阙前设置石质雕刻的方向基本吻合。所以，

霍墓墓道入口设置雕刻可能是模仿未央宫北阙设置铜马的形式，用以标识通往墓顶道路的起点。

其二，人与熊和石人可能为一对，安置于封土北山脚纳陛两侧的斜坡上，作为通往墓顶道路台阶入

口处的标识。

林通雁认为人与熊和石人的高度相当，造型上都是鼓腹、右臂举至胸前，进而推断它们很可能被对

称摆放－设置在北部园门一带来配饰建造在墓道旁边的祠堂
‹4›
。此看法极具启发性。

1933年马子云造访霍墓时，发现“墓下东北角亦建一小庙，庙南是上墓顶之路，此处有汉空心砖

一。往西有南房五六间，为教师们之宿舍。房后有数十块小块汉残瓦当”
‹5›
；1934年滕固在考察时也了解

到，西京筹备委员会在建设霍墓办事处和学校时，挖出“长生未央”和“长乐未央”瓦当及棋盘砖等汉代文

物
‹6›
，这表明北墓地靠近山脚处存在汉代建筑。另据《三辅黄图》记载“（秦始皇）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以

弱天下之人，立于宫门”，陈直注：“《长安志》引《三辅旧事》云：‘秦作铜人，立在阿房殿前，汉徙著长乐

宫大夏殿前。’”
‹7›
说明秦汉建筑前确有设置胡人雕像的现象。那么，用雕刻配饰霍墓墓园北部建筑的现

象存在可能性。

但据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简牍《葬律》记载“祠（？）舍盖，盖地方六丈”
‹8›
，西汉早期列侯墓葬祠堂为正

方形、占地面积约192平方米，其中包括屋檐下的空间，实际墙体内面积应更小；考古工作者对霍墓墓

‹1›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840页。

‹2›   刘庆柱《长安春秋》，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页；林梅村《西域考古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2－96页。

‹3›   据丘述尧考证，早在汉武帝得大宛马之前就已经有“金马门”之名。丘述尧《金马门说质疑》，《史记新探》，台北：明文书局，

1992年，第312－319页。

‹4›   前揭林通雁《西都：汉长安城美术史迹的发现与研究》，第332页。

‹5›   前揭马子云《西汉霍去病墓石刻记》，第46页。

‹6›   滕固《征途访古述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1页。

‹7›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42、43页。

‹8›   彭浩《读云梦睡虎地M77汉简〈葬律〉》，《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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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进行钻探时，未发现墓道上方有建筑夯土基础的痕迹。故笔者推测霍墓祠堂应在墓道的西侧或东侧

靠近山脚处，且因霍墓北墓地空间狭小，其规模不会很大。人与熊和石人体量较大，前者高2.77米，宽

1.72米；后者残高2.22米，宽1.12米，并且两件都是在河光石的一面上运用浅浮雕手法进行雕刻，另一

面未加雕饰，若平置于地面，需在其上方空中俯视，或将其倚靠在坡面上，才可观其全貌。这就要求祠

堂位于高台之上，为雕刻提供倚靠的坡面，但考古勘探未见任何高台建筑遗迹，故从体量与独特的观

看视角来看，这两件雕刻很难与祠堂匹配。笔者认为，与其说人与熊、石人是祠堂的配饰，不如说是摆

放于封土北坡纳陛左右两侧的斜坡上，作为通往墓顶道路台阶入口处的标识。若干年后，后人在墓北修

建寺庙时将它们移走，人与熊被挪至墓北山脚寺庙院子东侧；石人则被拖至封土东北角附近，其右下角

留存一处用于牵引的“牛鼻孔”可作为挪动的旁证。由此，人与熊、石人最有可能是姚察所说“前有石马相

对，又有石人也”的石人，而颜师古则将它们和卧马统称为“石人马”。

其三，墓顶原有石质建筑，应为礼仪性质，雕刻集中放置于其上或周围，与相关礼仪活动紧密相关。

依据考古资料，“（霍墓封土）底部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底部边长东94.1米，西93.4米，南59.2米，

北57.6米，顶部南北15米，东西8.8－9.9米，现地表上残存高度19.3米”，霍墓墓顶存在一个近150平方米

的南北向长方形平台。这个巨大的平台长期以来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若置身现场，可以明确封土东、

西、南坡坡度陡峭无法放置任何雕刻，结合前文关于跃马、蟾蜍、象及伏虎等雕刻发现时的位置，可以断

定散落墓脚的雕刻最大可能来自墓顶。令人疑惑的是，多数到访者都推测散落山脚的石块来自山上，却

极少有人将雕刻、石块与墓顶建筑关联起来思考，主要原因可能是在墓顶修建建筑及安置雕刻与传统墓

葬理念相抵触，难以将这一现象纳入墓葬史。但霍墓多数雕刻来自墓顶是一个不应回避的特殊现象。

1934年，滕固将当时已发现的十一件雕刻进行分类研究时，把墓顶的两件石鱼单独列为建筑附件

类
‹1›
，言外之意，墓顶原有建筑存在；1992年，帕鲁丹也将石鱼及两件“左司空”文字刻石列入建筑类，

并首次提出墓顶可能存在一个石质的祠堂或祭坛建筑
‹2›
。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文对雕刻及石块分布的分

析及田野调查中发现散落石块上的加工痕迹（一些为用于连接的榫口），可以断定这些散落在封土上或周

围的石块原本是墓顶建筑的组成部分。根据霍墓整体形制〔图七至图九〕，笔者推测原初墓顶由巨石构

筑成礼仪性建筑，雕刻则可能有序陈列于其上或周围。可见，墓顶石质建筑极有可能是设计者的初衷，

而墓北坡西北向、东北向的两条列石带、靠近墓顶的巨石堆及封土西南角、东南角的叠石结构或堆积〔见图

七〕，都是围绕墓顶建筑而构筑的设施。该建筑坐落于近二十米高的人工筑造的封土之上，显然是此区

域的视觉焦点。

霍墓位于茂陵陵园东围墙、茂陵邑西壕沟之间，东司马门道北侧的狭长地带〔图十〕。在这东西宽度

不足400米的空间内，集中布置了四座大型墓葬，由西至东依次为：“卫青墓”“霍去病墓”“金日 墓”及

‹1›    滕固《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试察》，《金陵学报》1934年第2期。

‹2›    Ann Paludan, A new Look at the Tomb of Huo Qubing. Orientations.Oct, 1992. pp.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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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的“衣冠冢”。这四座陪葬墓紧靠武帝陵园东围墙，与东司马门道南侧、茂陵邑对面的其他陪葬墓不

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而霍墓恰好处于此区域的中心位置。据前文所引的考古资料披露，霍墓

南距东司马门道仅62米，简报指出东司马门道宽73－80米，而茂陵邑周围未设置围墙，以壕沟为界
‹1›
。

这表明霍墓位于茂陵陵区最为特殊的区域，其墓顶举行的任何活动皆在东司马门道之行人，或稍远处茂

陵邑居民的视野范围内。从这一角度看，霍墓墓顶建筑及雕刻为该区域的视觉焦点，且具有公共性。

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在茂陵陵园正门附近修建石质的、永恒的建筑，其功能无疑与礼仪活动相关。

20世纪30年代，水野清一敏感地察觉到霍墓除具有纪功性功能以外，很可能还与神仙信仰有关
‹2›
，此看

法影响深远。程征、帕鲁丹、陈诗红、林通雁、郑岩等学者均认同霍墓及其雕刻具有宗教信仰的功能，尤其

是贺西林提出“霍去病墓”可能是一座神仙建筑，其主旨不在纪功，而在于通过构建一个虚拟的神仙世界

来表达不死和永生的观念
‹3›
。实际上，观察武帝时期石质雕刻遗存可知，此时大型石雕主要出现在两种

场所：一是皇家宫苑，如上林苑；二是特殊的通神祭祀场所，如甘泉宫。它们皆与汉武帝个人的神仙信

仰有关。但西汉时期陵墓建筑中无论高等级墓葬还是低级墓葬均未在墓地发现石雕遗存，由此说明武帝

时期大型户外石质雕刻的动因实为特殊的宗教信仰。霍墓墓顶修建石质建筑和设置雕刻的目的是祭祀霍

‹1›    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第9、12页。

‹2›    前揭水野清一《前漢代に於ける墓飾石彫の一群に就いて——霍去病の墳墓》，第350页。

‹3›    前揭贺西林《“霍去病墓”的再思考》，第42页。

〔图十〕 霍去病墓于茂陵陵园空间位置示意图
标红处为霍去病墓
采自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 勘探简报》， 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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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病，还是另有深意，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墓道附近的卧马、倚靠在封土北斜坡

上的人与熊、石人、北半山腰平地上的怪兽食羊，还是墓顶的雕刻，都与墓顶的礼仪活动密切相关或因其

而作。

有意思的是，时过境迁，霍墓墓顶进行的礼仪活动最初的情境早已湮灭，而后世在这个平台及封土

之上进行的各种宗教活动却此起彼伏。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墓顶还保留着一座北向小庙，当地人

称之为“文昌庙”；北坡半山腰在20世纪中叶尚存一座“娘娘庙”；北坡靠近山脚处至今还有一座庙，只是

近年已被改造为茂陵博物馆的陈列室。若未加干预，任其自然发展，相信这些寺庙的香火将延续下去。

这或许是最初礼仪活动的惯性使然。

四  结语

事实是观念的基石。长期以来霍去病墓雕刻是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但研究者众说纷纭，且结

论多属推测或假想层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霍墓性质不确定；二是霍墓的原始环境遭到自然或人为的

破坏，雕刻位置关系混乱。不真实的前提难以为结论提供充分的支持，是该研究目前停滞不前的症结。

通过实地观察与文献考证，笔者认为霍墓雕刻原初很可能集中布置于墓顶平台及墓地北部、封土北坡通

往墓顶的道路两旁，卧马、人与熊、石人为道路的标识，墓顶平台的雕刻则是礼仪活动的辅助设施。由古

代的陵墓制度来看，霍墓雕刻这种组合具有独创性，应该是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特定事件的产物。而作

为茂陵最具个性的建筑，这些雕刻的形式和内容必然会影响东汉兴起的陵墓石兽制度的建立，仅从这一

点，对霍墓雕刻原境的探索便具有深远的意义。除与艺术史、考古学、历史学直接相关以外，霍墓雕刻与

建筑学、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关系亦是紧密。本文对霍墓原境问题进行初步讨论，虽是基于

考古勘探及田野调查，但仍缺少更为充分的科学依据。进一步确认事实尚需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明

确霍墓的属性；二是理清其与周围墓葬的空间关系。同时，采用学科交叉的方法解决疑难也是该课题后

续研究的趋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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